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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围城》的语言艺术

[内容摘要]语言艺术一直是《围城》的一大亮点，本文从人物、情节发展、细节描写、讽刺手法、语言特色四方面论证了讽刺艺术在《围城》中的体现。《围城》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讽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的入骨的讽刺意味是通过情节的发展，以精雕的细节来自然流露，没有给人一丝做作的痕迹，同时，它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用典、比较、推理等处处见锋芒，讽刺的语言更是诙谐幽默、尖锐泼辣，令人赞叹。

　
[关键词]《围城》　语言艺术　细节描写
一、与其它文学名著相比较评议更加朴实、简练

走进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会被小说的灰谐幽默所吸引，那种充满着敏锐思维与丰富联想的语言，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同时又识是赫然警句，诱人深思。可以说《围城》上演的是一出黑白版的生活剧，故事中的写实，真实到一种近乎残忍的地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围城》作为一部带有浓厚讽刺意味的作品,理所当然必须有高度的语言技巧。博学广识的钱钟书先生,以一种平心静气的客观的笔调写出这篇作品,娓娓道来,平易而不平庸,精练而不雕琢。在流畅的行文中,信手拈来的冷嘲热讽,妙趣横生的比喻和象征,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无比新颖准确。《围城》不象《儒林外史》那样,爱憎分明,讽刺一个人就骂个狗血淋头,说一个人好就正面侧面都不乏赞美之词,《围城》中的角色无所谓好与坏的占绝大部分,这种叙事方式更接近《红楼梦》。“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又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多得的。其要点在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人物,都是真的人物。”[1](P338)围城中很多人物,如方鸿渐、赵辛媚、孙柔嘉、苏文纨、方晓翁夫妇、董斜川、汪太太等,都是各有褒贬,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从来不一语破的,说出一个人物的好和坏。围城中每一个人物的出场,都象中国戏剧自报家门一样来一个仔细介绍。然而,几乎每一个人物的介绍,对他生活经历、性格、肖像的描写,钱先生都是抓住一个或几个最主要的特征来写的,这是语言表达中事半功倍的方法。如董斜川的出场:“气概飞扬,鼻子直而高,侧望象脸上搁了一张梯,颈下打的领结饱满整齐得使鸿渐绝望的企羡。”乍一看来,真不知道是褒是贬,既写他气宇轩昂,为什么又要说鼻子象梯子呢?在大大揶揄了褚慎明一通后,开始给董斜川报家门了,从父亲说起,讽刺连篇,到后来的对话中,董斜川一口一个世伯,活活画出一个前朝遗少的形象,可是整个来看,他倒算不上一个反面人物。在船上那么仔细地描写了孙太太的儿子的相貌,到后来与曹元朗的相貌连在一起。方鸿渐买文凭一节到后来又扣上了韩学愈的假博士之环。可见,钱先生着墨之错落有致,点滴成声,甚至连人物姓名,钱先生也不含糊派上用场。苏文纨之所以姓苏,唐晓芙之所以姓唐,好让周太太骂鸿渐时更显出“芝麻酥糖”之双关妙语:“什么酥小姐、糖小姐会看中他。”周太太一家之所以姓周,都是为了方鸿渐的父亲好在日记里写方鸿渐不食“周”粟。为了把李梅亭骂个痛快,钱先生借赵辛楣的脑瓜找出一个“梅亭”的同音词来“mating”(交配)。除了心平气和的揶揄讽刺之外,钱先生更是用了数不清的象征和比喻,为小说增色不少。书名《围城》就是一个象征,正文第96页通过褚慎明、苏文纨之口直接点出了“围城”的出处,在这里,围城只是象征束缚人的婚姻,但是纵观全书,明眼人都能够看出围城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婚姻之外,一个学校、一个城市是一个围城,甚至偌大的中国也是一个围城。处于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里,进来将被黑暗势力吞噬,出去也不一定有好结果,因为整个世界也不过是一个更大的围城罢了。另外方晓翁送给方鸿渐夫妇的那只阴森森的祖传老钟,陆太太的哈巴狗Bobby等物件、人物、细节都无不是一个个绝妙的象征。“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2](p36)作为一个研究文学思维的大学者,钱先生对于比喻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比喻包含相反相成的两个因素,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不合,不能相比;两者不分,无须相比。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欲高。”[2](p37)这相反相成的两个因素,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本体和喻体。这段文字论述了本体和喻体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与比喻效果的关系,《围城》中那些信手拈来、浑然天成的比喻,是钱先生对自己理论的完美实践。我们来看汪处厚的肖像描写,作者抓住了他脸上最显眼的特征:眉毛长而胡子、头发短。大帅的胡子象仁丹,这是较通俗的比喻,而汪处厚的胡子不翘然而起,又不飘然而袅,于是乎联想到和胡子无关,却与汪处厚胡子相象的新式标点——逗号“,”,这可合上了“分得愈开,合得愈意外”之说了。然而即使分得不开,比如胡子眉毛,都是人身上的同类之物,一经比较再加上幽默的讽刺,同样妙趣横生:“嘴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这还不够,还有头发呢。“四十开外的人,头发当然半秃,全靠这几根胡子表示老树着花,生机未尽。”“因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这叫“比喻的二柄”[3](p38)。即同一个喻体,同时可以比喻正反不同,褒贬有别的两个以上的本体。同一双眼睛要迸出眼眶,鲍小姐因为愤怒,“脸飞红,大眼睛像要撑破眼眶”。而“褚哲学家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弹出的子药’,险的突破眼眶,迸碎眼镜”,活生生地再现了一个色鬼的神态。但钱先生的这个理论是针对古今中外一切艺术家以比喻作为表现手法而提出来的,对于同一个作家,如果老是翻来覆去的用一个喻体,反倒显示出他语词贫乏。

二、语言讽刺既尖锐泼辣又诙谐幽默、勾画人物卑下的灵魂

《围城》中处处洋溢着语言艺术。讽刺既尖锐泼辣又诙谐幽默。撕破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虚伪面孔，小说在人物的展示过程中，作者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讽。小说笔触了十里洋行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有江南小县，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又表明了旅途的艰难和抗战中的混乱，自由区国立大学的种种黑幕、学校条件差、教学质量低、学生意识落后、教育界的腐败、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校园，写出了“为人师表”们逐利倾乱，蝇营狗苟的行径与灵魂。如写“学校的图书馆倒像个惜字的老式慈善机关”，“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精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其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遗产”。所反应的社会面广阔，而讽刺力度已超出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今天读来越发觉得小说的使命性、责任性之强烈。

《围城》惟妙惟肖地勾画人物卑下的灵魂，书中写方鸿渐流洋归来后的一段描写十分精彩：方鸿渐留洋归来，“衣锦还乡”，颇为惊动了家乡那个小小的县城，先是报上登出新闻，继则应邀回母校作关于“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学术报告”。方鸿渐是这样说的：“海通几百年，只有两件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对方博士这一宏论，作家未作任何品评，但方博士不学无术、满口荒唐的形象却跃然纸上，使人感到滑稽可笑。从整篇看，文章并未对方鸿渐有很多评价，通过情节发展，自然把矛头指向了方鸿渐这一类人的性格弱点，指向那种文化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例如方鸿渐经不起父亲和丈人的两面夹攻，懂得文凭的重要，文章评到：“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象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这一精辟的评点，新颖深刻，含蓄幽默的方式注入了作者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起到画龙点睛的功效。对于汪处厚二十年官场生涯，作者不一五一十道来，只小作“胡子文章”于诙谐幽默中进行简练而形象的 概括和描述。“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得不象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象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汪处厚趋炎附势的本性，在学大帅留胡子而弄巧成拙的这一喜剧情境中，充满讽刺意味地表现出来。“这也许是那一线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 讽刺了汪处厚虽遭弹劾，却又能见风使舵，夹起尾巴另谋出 路。“假如留下的这几根胡子能够挽留一部分的好运气，胡子没剃的时候，汪处厚的好运气更不用说。譬如，他那位原配的糟糠之妻，凑趣地死了，让他娶美丽的续弦夫人。”则尖锐讽刺了他既无情无义，荒唐好色，而又充君子的虚伪本性。除了勾画人物卑下的灵魂，展现社会现实，《围城》的语言还出神入化地表现了对寻常人生的各种情态的精细感觉。例如写 男女情感的微妙，“她跟辛楣的长期认识并不会日积月累地成为恋爱，好比冬季每天的气候罢，你没办法把今天的温度加在昨天的上面。”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是很奇妙的，既有一见钟情，也有久不能生情，这是许多人都能感受到的，然而只是模模糊糊一团情绪在心里，倒也说不出是怎样一种状况。作者却能独具慧眼，只用一个新奇而生活化的比喻便道出了庐山真面目，让人读了耳目一新，对于生活又多了一点品味。再如写人 的某种心理感觉，“那天晚上，大家睡熟了还觉得饿，仿佛饿宣告独立，具体化了，跟身子分开似的”，还有比这更抽象而又形象的描绘吗？《围城》语言的成功不仅在于它言之有物，还在于它别有洞天的艺术表现，意味无穷。作者不单调而严肃地向读者布道或传令，而是让读者在精心构造的想象中感觉到微妙的理趣。即使在偏向于抨击、揭露的警句型句子里，作者也无意于敲警钟一般，生生硬硬“咚”地来撞一下，相反，他更欣赏曲径通幽。例如，“那时候，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 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子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　这极为准确、生动地描述了人生的一种 尴尬境况，清高自诩的苏小姐，殊不妨光阴似水，容颜易 逝，妙龄的青春因一己的高傲而蹉跎，蓦然回首，竟发现情 路成空，几多怅惘也难追回那已逝的时光，人生的这一段空白如同张爱玲笔下那一个“苍凉的手势”，一晃而过，归于无痕。 用生活解释生活，语意回旋，以小见大，充分显示出了作品的幽默风格。

三、比喻带着浓重的生活气息、且新奇而又通俗

《围城》中更多的还是那些新奇而又通俗，带着浓重生活气息的比喻。如“一个人的缺点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上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 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另有“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痛。” 像这样的比喻包含着对事物的精细感觉，显示着一种插科打诨式的机智，运用了通感式的联想，体现了我国的艺术感觉敏锐，富于生活气息的幽默传统再如方鸿渐买了假文凭却不如数 付钱，作者评曰：“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 来唯一的胜利。”这一下可笑处便来了，辉煌的“外 交”、“胜利”等字眼用于此情此景，令人啼笑皆非，然其中隐表当时中国的落后无奈，这笑是以悲收尾的，而这悲因为有了笑垫底，缓减了它应该有的痛。这就是钱钟书的黑色幽默，带伤的笑，笑脸上会挂上难以察觉的泪，不用去拭，自会风干，等到一切的悲喜归于平静，留给我们的会有一片惘然。 大道理直直说出来往往会给人一种危机感，令人易于产生逆反心理。而转弯抹角说出来的真理，别人就容易接受得多。《围城》语言曲致的语意，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心理过程，而其喜剧情境，又创造了一个轻松的心理氛围，寓教于乐。总而言之，《围城》的语言既叫人耳目一 新，又益人心智，的确是“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傲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 再如方鸿渐一行坐车从宁波到金华，一路颠簸难受，作者把那辆破车写得妙趣横生：“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驶了解。它开动之际，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一口气走了一二十里，……前面路还走不走呢？它生气不肯走了，汽车夫只好下车，向车头疏通了好一会，在路旁拾了一团烂泥，请它享用，它喝了酒似的，摇摆地缓行着。”这里作者把老旧的汽车比成摆架子的官僚，闹别扭的女郎，想象奇妙，新鲜别致，既把汽车的残破不堪形容得淋漓尽致，又把官僚、女郎丑态揶揄得入木三分，嬉笑怒骂之中别有一番愤世嫉俗之情。在《围城》中作者还能把彼此没有关联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表面看风马牛不相及，可又合巧的很，能找出别人难以发现的共同点，这样由此及彼达到了很高的讽刺效果。例如写国统区物价上涨，“物价象断了线的风筝，又象得道成仙，平地直升”。方鸿渐一行在泥泞中艰难的行走，把众人刮的鞋泥比作“贪官的地皮”。“物价”和“风筝”，“鞋泥”和“地皮”，这些不相关的比较对当时那样一个恶浊的社会以曲折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憎恶和鄙视，虽并未直接抨击时局，但其讽意以溢于言表。写餐馆的老板娘：“她满腔都是肥腻的营养，那样肥硕，表明这店里饭菜也营养丰富，她靠掌柜坐着，算是不落言诠的好广告。”饭菜的营养丰富和老板娘的肥硕毫无关联，但作者抓住其内涵的连接点，运用丰富的联想，由奇特的身体引喻饭菜的营养，一方面突出了老板娘身体的可笑，另一方面再联系他们叫的无法入口的饭菜，这样由此及彼在前后的对比映照中令读者捧腹大笑，啼笑皆非。

总之，《围城》以高超的语言艺术，大量奇妙的譬喻，以及丰富的知识容量，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厚独特的新天地。在小说那对当时社会毫不容情的奚落、挖苦的背后，又蕴含着作者对人生的热望。小说剖析了当时灰暗社会的丑陋，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猥琐灵魂和灰色人生，达到了想唤醒在“围城中徘徊、挣扎的人们，冲破围城，去走自己的新路”的目的。因此，小说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思想倾向和它独特的语言讽刺艺术，感染着无数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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